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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网络趋同性高，异质性低。在

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所占比例较大，特别是近亲居于绝对的

主要地位，网络关系强度较高。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现状不仅与文化

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普遍因素，而且与城市贫困人口的一些独特因素也有一定关

系。 

 

一、        研究背景 

 

社会支持网是社会网络的一种特殊类型，个人能够借此获得各种社会的帮助和支

持。鉴于社会支持网对于个人维持日常生活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我们研究该网络的结

构、特点和功能等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学术界对有关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还很薄弱。近年来有关社会支持

网的研究有：阮丹青1986年“天津城区居民讨论网”调查，张文宏、阮丹青等人在1996

年11月至1997年3月对“天津市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的调查[1]，贺寨平2000年

的“山西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调查[2]，张文宏2000年的“北京市社会网络和健康研

究”调查[3]和洪小良2003年的“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调查。[4]但只有洪

小良的研究是关于城市贫困人口的，这种状况与现实要求是不相称的，因此，加强这方

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研究试图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现状及其

成因。 

 

二、        研究设计 

(一)抽样 

本研究抽样采用的方法是多阶段抽样。研究总体为天津市6个城区中所有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的家庭①，其中包括63个街道，下设1，096个居民委员会。抽样步骤如下：(1)

在天津市6个城区中随机抽取12个居民委员会。(2)在每个居民委员会中随机抽取享受最

低生活保障的约45户家庭。(3)在每个家庭中选取成员年龄在15周岁以上，并且生日最

接近于调查的开始日5月1日的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 

调查员由天津师范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的部分师生组成，共24人，在调查前，对所有



的调查员都进行了培训。调查时间是2007年5月1日一7月1日。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的方

式进行，共发放并回收问卷540份，有效问卷528份。 

(二)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中要求被调查对象填写本人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

况、工作类别、职业等级、收入、住房以及食物、暖气、电、衣物等生活资源的缺乏状

况。 

社会支持网的调查问卷主要在荷兰社会学家范德普尔的问卷[5]和贺寨平的山西调

查问卷[2](P9)基础上删改而成。社会支持网的量表内容如下： 

1．讨论支持： 

在过去的半年里，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 

2．经济支持： 

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向谁借? 

3．就业支持： 

假如您需要找工作，您会找谁帮忙? 

4．陪伴支持： 

当需要聊天、散步、逛商店、饮酒、下饭馆或打麻将、下棋等度过

闲暇时间时，谁陪伴您? 

要求调查对象就每一个问题列举有关的网络成员，并就其中的前五名提供性别、年

龄、职业、收入、政治面貌以及与调查对象的关系类型、认识时间、交往频率、关系密

切程度等。 

(三)基本概念及其测量 

社会支持网的基本概念包括网络规模(size)、网络关系构成、网络关系强度

(strength)、网络趋同性(network homophily)和网络异质性(network 

heterogeneity)，这些概念的定义及测量可见于笔者以往的研究。r2](P42) 

 

三、调查结果 

(一)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就是调查对象的网络成员数量，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首要指标，它与个人所

能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紧密相关。 

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规模是2．55，最大为9，标准差是1．76，

有7．8％的调查对象没有网络成员，有92．4％的调查对象的网络成员不多于5个。阮丹

青1986年的天津城市人口的讨论网规模为6．3[6]，贺寨平2000年的山西农村老年人社

会支持网的规模为9．1[2](P46)，张文宏2000年北京城市人口的讨论网规模为3．1[3]

(P139)，洪小良2003年所作的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2．21[4](P46)，

且讨论网只是社会支持网中的一个子网，因此，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远小于

一般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 

(二)网络关系构成和关系强度 

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的情况是：亲属关系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提及1名亲属的调查对象占88．4％，社会支持网成员全部都是亲

属的调查对象占51．6％，而且平均每个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占所有关系的

71．2％。首先，子女关系在14种子关系类型中最为重要，至少提及1名子女的调查对象

占42．8％，平均每个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中子女占所有关系的23．6％，占亲属关系

的32．1％；其次是兄弟姐妹，至少提及1名兄弟姐妹的调查对象占34．3％，平均每个

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中兄弟姐妹占所有关系的17．O％，占亲属关系的23．8％；再次



是配偶，三个取值依次为33．9％、15．1％、21．8％；接下来是父母，三个取值依次

为20．6％、9．7％、13．1％；最后是家族人员、其他亲属。不难发现，三个取值的顺

序是一致的：百分比按照子女、兄弟姐妹、配偶、父母、家族人员、其他亲属的顺序依

次减小。 

非亲属关系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所占比例

而言，它多于任何一种亲属关系的贡献，至少提及1名非亲属的调查对象占48．4％，社

会支持网成员全部都是非亲属的调查对象占11．6％，在典型支持网中非亲属关系占所有

关系的28．8％。在非亲属关系中，地缘关系居于首要地位，在数据关系上的重要性甚至

大于父母，至少提及1名邻居的调查对象占25．4％，在典型支持网中邻居占所有关系的

13．0％，占非亲属关系的43．8％；其次是朋友，至少提及1名朋友的调查对象占19．

3％，在典型支持网中朋友占所有关系的8．9％，占非亲属关系的33．3％；再次是同

事，三个取值依次为6．7％、2．7％、9．3％；最后是同学、其他非亲属，而老板或上

级的作用非常微弱，老乡和下属没有被任何调查对象提及。 

与其他研究对比可以发现，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关系构成较为简单，网

络成员全是亲属的调查对象占51．6％，全是非亲属的占11．6％，也就是说，网络成员

中既有亲属又有非亲属的调查对象仅占所有调查对象的37．2％，而洪小良北京城市贫困

人口社会支持网中既有亲属又有非亲属的调查对象则更少，仅占19．6％。可见，城市贫

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比较单一，且亲属关系所占比例较大。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

网中亲属关系占71．2％，洪小良北京城市贫困人口为84．1％[4](P48)，但张文宏北京

城市人口的讨万方数据论网中亲属关系仅占42％。[3](P150)这可能与城市贫困人口的

网络规模比较小也有一定关系。 

社会支持网的关系强度的情况是：天津城市贫困人口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较

密切。在典型支持网中，很不密切和不密切关系占3．0％，而密切和很密切关系占83．

7％，即平均每个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强度不低于密切的关系占83．7％；网络

成员全是很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占30．1％，全是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占13．9％，而网

络成员全是很不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仅有0．2％，全是不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仅有0．

6％；至少提及一次很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占73．2％，而提及很不密切和不密切关系的

调查对象仅占7．O％，即93．0％的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中没有提及不密切和很不密

切关系。 

(三)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 

社会支持网的趋同性。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趋同性比较高，但在各项特

征上并非完全一致。在性别上，网络成员完全与调查对象相同的社会支持网占所有483个

社会支持网的24．6％，网络成员完全不同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18．6％；在典型

支持网中，54．1％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具有相同的性别。在年龄上，网络成员的年龄

完全处在调查对象年龄上下5岁区间内的社会支持网占所有486个社会支持网的20．

0％，网络成员完全处在调查对象年龄上下5岁区间外的社会支持网占34．6％；在典型

支持网中，41．7％的网络成员的年龄在调查对象年龄上下5岁区间的范围内。在工作类

别上，网络成员完全与调查对象处于同组的社会支持网占41．2％，网络成员完全与调查

对象不处于同组的占21．7％；在典型支持网中，61．0％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拥有相

同的工作类别。可见，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性别趋同性、年龄趋同性和工作

类别趋同性都明显偏高。 

在收入分层上，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完全处在同组的社会支持网占17．7％，网络

成员与调查对象完全不在同组的社会支持网占41．8％；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完全高于调



 

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35．5％，完全不高于调查对象的占23．4％；网络成员的收入分

层完全低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2．3％，完全不低于调查对象的占87．2％。 

在典型支持网中，36．3％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处在相同的收入阶层，60．0％的

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高于调查对象，6．7％的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低于调查对象。可

见，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中普遍以收入阶层高于自己的网络成员为主，其原

因有二：一是城市贫困人口处于城市人口收入的底层；二是相对于收入比自己低的人

口，城市贫困人口更倾向于与收入比自己高的人口交往。 

在职业等级上，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完全处于同组的占7．1％，网络成员与调查对

象完全不在同组的社会支持网占65．7％；网络成员的职业等级完全高于调查对象的社会

支持网占25．9％，完全不高于调查对象的占32．5％；网络成员的职业等级完全低于调

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18．6％，完全不低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42．9％。在典型

支持网中，18．2％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处在相同的职业等级，46．7％的网络成员的

职业等级高于调查对象，35．1％的网络成员的职业等级低于调查对象。可见，在天津城

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职业等级趋同性比较小，与趋同性原理不相符，但是网络

成员的职业等级分布普遍偏低。 

会支持网的异质性。我们以样本异质性作为参照。样本异质性是指所有调查对象之

间的差异程度，它代表着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异质性。在性别上，异质性的最大值为0．

50，样本异质性为0．50；网络成员完全相同的社会支持网占23．7％，网络成员在性别

上等分的社会支持网占27．6％，典型支持网的性别异质性为0．34。在年龄上，异质性

是由每个社会支持网成员年龄的标准差来代表，标准差越大，说明网络成员的年龄异质

性越大；样本的年龄异质性为13．4，典型支持网的年龄异质性为11．5。在收入分层

上，异质性的最大值为0．80，样本异质性为0．39，典型支持网的异质性同样是0．

39。在工作类别上，异质性的最大值为0．90，样本异质性为0．27，典型支持网的异质

性为0．31。在职业等级上，异质性的最大值为0．88，样本异质性为0．44，典型支持

网的异质性为0．46。 

可见，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中，性别异质性远小于样本的性别异质性，

年龄异质性与样本异质性比较接近。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城市贫困人口，因此，样本

的收人分层异质性、工作类别异质性以及职业等级异质性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在这三个

维度上，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异质性却与样本异质性非常相近，即城市贫困人口

社会支持网的异质性总体来看是很低的。 

 

四、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模式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平均规

模为2．55，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2．21。[4](P46)而范德普尔用同类

问卷在荷兰调查了902人，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9．915]；贺寨平用同类问

卷调查了山西农村的638个老年人，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9．1。[2](P46) 

2．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所占比例较大，特别是近亲，他们

居于绝对的主要地位。在亲属关系中，子女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兄弟姐妹，再次是配

偶，最后是父母、家族人员和其他亲属。在非亲属关系中，邻居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

朋友、同事、同学、其他非亲属。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支持网中，亲属关系占所

有关系的71．2％；在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支持网中，亲属关系占所有关系的84．

1％。[4]而在山西农村老年人的典型支持网中，亲属关系仅占所有关系的57．7％[2]

 



(P54)；张文宏北京调查发现，在北京城市人口的典型支持网中，亲属关系仅占所有关

系的42．0％。[3](P150) 

3．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网络关系强度很高，亲属关系与关系强度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在亲属关系中最强的是配偶，其次是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家族人

员、其他亲属。这与贺寨平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非亲属

中，与调查对象关系最密切的是同学，然后依次是邻居、同事、朋友、其他非亲属。 

4．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网络趋同性高，而网络异质性低。以工作类

别为例(因为工作类别与其他研究的分类标准比较相近)，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

网中，网络趋同性为0．61，而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趋同性为0．41[2]

(P49)，北京城市人口讨论网的网络趋同性为0．43。[3](P146)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

会支持网的调查中，调查对象的异质性很低，而社会支持网的异质性却普遍与样本异质

性比较接近甚至远远低于样本异质性。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一个典型的天津城市贫困人口只有约两个能给自已提供帮助

的人，而且这两人一般来说是家庭成员，如果有非亲属，则首先是邻居。虽然和他们的

关系亲密，但这些人大部分像自己一样贫困，或处于较低的职业地位甚至没有职业，因

此贫困人口可以说处于一种社会孤立的状态。笔者认为，造成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

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等普遍因素，也有城市贫困人口的独

特因素。 

首先，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分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和家族历来是个人社

会交往和活动的中心，因此中国人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比例较大，网络关系强度较

高。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是“一根根私人

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犹如水的波纹，“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

“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家”到“小家族”再到“外人”。而在家庭内部，父

子关系是主轴，夫妻关系是“配轴”。[7](P24)东亚研究组在最近所作的实证研究，用

数据证明了类似的结论。它的典型层次结构为“家庭一亲属一非正式团体一方言团体一

海外华人”，即体现了一种信任程度的差别，从而影响到经济活动。[8](P31)杨国枢则

认为，中国人将人划分为家人、熟人、生人，家人关系讲的是责任，熟人关系讲的是人

情，生人关系则遵循着利害原则。[9][10](P87)这些研究结果至少应该有下列的含义：

(1)中国人最信任的对象是家人，其次是熟人，最后才是生人；(2)中国人最愿意交往、

依靠的人是家人和亲属；(3)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与外人交往，家人和亲属不能或不便

解决的问题就会求之于外人，与外人交往的原则是异于家人的，而且交往再多，关系亲

密程度一般都比不上家人。由于亲属关系的维持和作用主要是由关系属性所决定，而与

个人社会地位的关系较弱，因此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有更多比例的亲属关

系，而邻居也由于彼此熟悉而成为最重要的提供支持的非亲属。 

其次，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处于封闭社会向

开放社会的过渡阶段，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程度不高，社会的异质性程度也较低，这就导

致人们更多地和特征与己相同的人交往。这就限制了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的扩大，并

使网络趋同性相对增大。有学者提出，中国是一个政治权力居中心地位的社会，政治精

英与经济精英的联合使社会阶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固化。边燕杰等人的中国城市春

节拜年网调查揭示出，体制转型有可能限制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的交往，而市场化和私

有化亦可能导致工人同富人及当权者之间的社会隔离。干部阶层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中占

有核心地位，但是他们的层内交往偏好有着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11]社会对贫困人

口的事实上的排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贫困人口网络规模的减少，形成一种社会孤



立。 

最后，从城市贫困人口的独特性进行分析。无论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还是从社

会互动理论的角度，贫困人口在社会交往中都居于不利的位置。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

人的资源越多，社会交往的机会越多，在交换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回报。贫困人口

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自身缺乏用于交换或者承担风险的资源，必然会导致其社会支

持网络的狭小，趋同性增高。社会互动理论认为，人们在互动过程中会形成角色认同，

当有了角色认同感和归属感之后，人们就会更倾向于与自我具有相似社会角色的人交往

以获得情感上的角色支持。那么，贫困人口只能生活在贫困人口的圈子里，这不仅限制

了贫困人口获得更好的社会交往网络，而且阻碍了贫困人口的向上流动。在天津城市贫

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在中层及其以下的占所有网络成员的93．

0％；在职业等级方面，地位最低的四个阶层总共占所有网络成员的75．1％，说明贫困

人口的社会网络成员地位确实比较低，和他自己的地位相似。 

 

①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所定义的贫困人口就是低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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